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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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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目前存在着集体法益和个人法益、单一法益与复

合法益之争。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同时体现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但在刑法对其保护路径的选择

上，将其定位为个人法益，不具有理论、实践上的妥当性。根据法益保护理论，法益一元说显然无法

与刑法发挥风险应对、社群整合机能的要求相协调，无助于本罪法益的规范解释。法益二元说承认集

体法益与个人自由发展及其基本权利实现的价值关联，但无需还原为个人法益。这一观点用于解释本

罪法益更为合理。英雄烈士作为国家历史符号，对其名誉、荣誉的保护，旨在保障国家内部架构条件

即公民认同感这一维系国家存立的集体性心理。它有利于强化共同体的价值凝聚力和精神向心力，是

保障国家存续的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由此可以证成其属于集体法益。根据二元说的立场，在价值面

上，本罪法益与个人自由和人格发展具有关联性，具备立法的正当性；在存在面上，通过犯罪对象的

确定和罪量要素的认定，可以为司法识别保护法益提供更加明显的外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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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

下简称为《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后，该罪逐渐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了

“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
①
，该案的

主要案情是：在新浪微博坐拥 250 多万粉丝的仇

某以“蜡笔小球”的网名，在国家弘扬卫国戍边

官兵英雄事迹的时间节点，发布两条微博，歪曲

官兵英雄事迹，贬损其英雄精神。相关信息在网

络平台迅速扩散，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最终以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仇

某有期徒刑 8 个月。可见，本罪的设立对于保护

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意义重大，但理论界和实

务界对本罪的法益存在很大争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一 )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设立   

背景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

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烈士身上凝聚着不

畏艰难、持续奋进、勇往直前、献身国家的精神，

寄托着中华儿女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感情，是一个

国家屹立不倒的丰碑和社会价值指引的灯塔。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并

不鲜见。从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诋毁到对长津湖冰

雕连战士的嘲讽，这些行为都严重冲击着人们对

国家历史文化的认知。《修正案(十一)》通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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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回应了尊重与保

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实践需要，改变了之前

适用寻衅滋事罪的局面，提高了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刑法保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但是，在《修正案(十一)(草案)》出台时，对

本罪的立法正当性也不乏质疑之声。有人认为，

它会不合理地影响公民的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

近几年，积极刑法观盛行，国家刑罚权发动的范

围呈现扩大趋势。这背后隐含着人们对于法益概

念越发抽象、模糊的担忧。就本罪而言，为了防

止它在实践中成为言辞犯而不当限制公民基本

权利，必须对其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即违法行为

达到何种侵害程度才构成本罪。若要回答这一问

题，必须明确本罪的法益。 

(二)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

之争及其评析 

在《修正案(十一)(草案)》中，本罪被置于“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似乎意味

着它侵犯的是个人法益。而在公布后的立法文本

中，它被安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

表明立法机关将其作为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然

而，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具有特殊性：一方面，

名誉、荣誉作为社会对个体的评价，同个人利益

紧密相关；另一方面，英雄烈士为争取民族独立、

实现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和

精神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对其名誉、

荣誉的保护具有超出个人利益的社会意义。因

此，本罪的保护法益究竟是个人法益还是集体法

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值得深入探讨。 

1. 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之争 

有学者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属于个人法

益，即对已去世的英雄烈士人格权的辐射保护。

死者可以纳入“公民”的范围中，可在宪法保护

人性尊严的条款中找到依据。并且，站在立法论

的角度上，为了全面保护死者的人格权，参照外

国设立诽谤死者罪或毁弃死者名誉罪为更优  

解[1]。有的学者则支持本罪的保护法益属于集体

法益，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上也存在分歧：一是社

会公共秩序说。即国家在公共领域管理活动的正

常进行，表现为促使公众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形成认同、尊重后外在社会秩序的稳定[2]。二是

民族精神感情说。英雄烈士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

代表，发挥着重要的道德引领作用。本罪的保护

法益正是其承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维系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

念以及公众对英雄烈士的历史记忆和崇敬感情[3]。

三是国家运行条件说。英雄烈士作为一种国家符

号，对其保护应属于维护国家运行条件[4]。相比

个人法益，集体法益具有明显的抽象化、精神化

倾向，对其界定争议更大。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

在于如何准确分析这类法益的性质，协调好安

全、秩序与自由的关系。详言之，社会公共秩序

说强调本罪属于法定犯，具有行政从属性。这一

观点从维护前置行政规范管理秩序的角度进行

理解，体现出本罪中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关

联，但是行政管理秩序的概念仍较为宽泛，存在

以维护行政管理秩序为名，滥用国家权力、侵害

公民自由的问题。而民族精神感情说认为它属于

一种抽象的精神层面的社会伦理道德，这一抽象

化、精神化的法益概念无法有效发挥立法批判与

解释机能，造成刑法的不合理介入。国家运行条

件说则以国家作为法益主体，同样距离人身健

康、财产等个人利益较远，存在不当扩张的危险，

因而还需结合本罪保护法益的功能进一步阐释

其内容和范围。 

2. 单一法益和复合法益之争 

除了上述从个人法益或集体法益等单一角

度对本罪法益进行分析，还有学者认为，本罪是

复合法益，既包含了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集体法

益，也包含了英雄烈士的人格权这一个人法益。

具言之，对于已去世的英雄烈士，是活着的人不

期待其遭遇不合理、不正当对待；对于活着的英

雄，所保护的法益是英雄个人的名誉、荣誉权与

社会公共利益[5]。将本罪的保护法益视为复合法

益，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复合类型。

复合法益可分为主要法益、次要法益和附随法益

等，主要法益的性质决定了犯罪的归属，即决定

其属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还是侵害集体法益

的犯罪。但这里的个体人格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

系并不清晰，并且两者的保护目的、范围、手段

均存在差异，由此带来罪名认定的困难和刑法体

系的混乱。其一，在保护目的上，前者主要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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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公民个人权益，防止被害人名誉、荣誉受到不

当侵害后对被害人产生不利影响；后者是为了维

护公共利益，保障全体公民共同生活的正常运

转。其二，在保护范围上，前者全面保护个人的

名誉、荣誉，规制造成个人社会评价水平下降的

不法行为；后者则应在范围上有所限缩，聚焦于

凝聚着公共利益的事迹和精神。其三，在保护手

段上，前者采取“告诉才处理”的模式，依靠当

事人行使诉权；后者则由检察院提起诉讼。因此，

对本罪法益的认定应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之

间作出取舍，以防止罪名认定和救济方式的   

偏差。 

综上所述，本罪的法益定位模糊，必须明确

其究竟是为了保护个人法益还是集体法益。这又

可以具化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本罪客体能否定位为个人法益？对于

已故的英雄烈士而言，自死亡时便已经不属于法

律上的权利主体，那么，是否还能因为其享有名

誉、荣誉等人格权而将其纳入刑法分则第四章的

保护范围？我国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死者名誉

受到侵害时，其近亲属享有诉权。本条规定是否

意味着死者人格权受到法律保护？ 

第二，本罪客体能否定位为集体法益？如果

本罪的保护法益指向集体法益，那么这种集体法

益的内容如何理解？基于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

角度，关于本罪的法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随着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积极自由主义的理念转

变，国家的地位逐渐凸显，刑事立法呈现扩张态

势。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发挥着凝聚共识、维系

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机能，对它的保护体

现出刑法预防主义的倾向。但以秩序、安全等为

内容的集体法益具有形式性、开放性的特征，无

法发挥对于个罪的限缩作用[6]。对于这类集体法

益，又如何划定合理的保护边界？ 
 

二、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所含利益 
的保护路径 

 

(一)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利益结构具有双 

重性 

本罪法益争议的实质是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所承载的复杂意义，既指向与英雄烈士相关的人

格利益，又因其具有凝聚与维系民族团结等重大

作用而指向公共利益。因此，需要首先剖析英雄

烈士的名誉、荣誉的利益性质，然后选择相应的

保护方法。 

1.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蕴含着个人利益 

“名誉”的字面意思为“名声”，在法律层

面上，有三种诠释：一是主观名誉，即个体对自

我价值的评判；二是内部名誉，即不受个人或其

他影响的、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的价值；三是外部

名誉，即社会对个体品德、才能等赋予的价值判

断[7]。主观名誉的内容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主

观性较强，而内部名誉又不涉及他人的评价，缺

乏保护的实践价值，因此，“名誉”主要是指外

部名誉。同理，“荣誉”也不包含个体的主观感

受，主要是指个体因出色表现而获得公认的赞许

等肯定性的评价。名誉、荣誉作为社会对个体的

评价，必然与个体的利益存在密切的关联。伴随

着人格权商业化现象的出现，人格利益中的经济

性利益逐渐被承认，但相关的保护体系仍需进一

步完善。这里所指的人格利益仅限于精神性利

益。而对已经去世的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保

护依据是什么？这涉及对死者名誉、荣誉所承载

的利益的分析。在理论上，主要有直接保护说与

间接保护说。 

直接保护说认为，死者人格权并不随死亡消

减，在死后值得保护的范围内仍然存续，可以直

接对其加以保护。这一理论的基础有权利保护

说、死者人格尊重说等。权利保护说主张，权利

可以与权利主体相分离，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享

受某些人格权利。死者人格尊重说则指出，人们

具有死后能够得到尊重的伦理期待，应对死者消

极人格利益予以保护，即认为他人具有对死者人

格予以尊重的义务。以上见解在部分国家的立法

和司法中得以贯彻。例如，德国《宪法》第 1 条

和第 2 条赋予个人人格权，保障人格尊严和人格

自由发展的权利。人格权首先保护的是非物质利

益，特别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德国宪法法院在

著名的“墨菲斯托判决”中指出，人的尊严在人

死后仍然受到保护。个人的死亡并不终止国家保

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的义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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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保护说认为，在死者去世时，其人格权

即已消灭，应转向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

其中又有保护近亲属敬爱追慕感情说和保护近

亲属人格权说的对立：前者主张保护近亲属对死

者的追思、哀悼、崇敬之情等人格利益，后者则

强调死者的社会评价与近亲属的利益密切相关，

应纳入近亲属的名誉保护范围。不过，人格权具

有人身专属性，认为死者名誉可以归属于近亲属

的名誉权无疑违背了这一理念。因此，承认近亲

属的祭奠或追思利益更具合理性。 

根据直接保护说，有学者认为：“英雄烈士

所承载的社会集体感情虽为共同价值观之表征，

但在我国刑法第 299 条之一中仅作为依附于逝者

人格权的罪责增量。”[1](130)。死者虔诚感可在宪

法关于公民人格的保护中找到依托，即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罪的实质在于公民生前人格权的

辐射保护。这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死者人格可以

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因而可将本罪规定在刑法

分则第四章中。然而，此处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去世的英雄烈士已经不是权利主体，没有权利能

力。根据民法典第 13 条之规定，自然人的民事

主体地位在其死亡时随即消灭。已故的英雄烈士

的名誉作为客观信息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为

没有归属主体，所以无法形成权利。基于此，从

公民生前人格权的辐射保护论证保护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的路径并不可取。在我国民法关于死

者名誉保护的解释路径中，采取间接保护说更为

恰当。依据民法典第 994 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
②
，针对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其近亲属可以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自然人死亡时，其权利能

力消灭，此时不再对死者本身进行保护，而是保

护近亲属的一般人格利益。当死者被侮辱、诽谤

时，无疑会侵害近亲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

近亲属可以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通过保护近

亲属的人格利益，可以避开死者并非权利主体、

不具备公民资格的理论批判，实现充分保护死者

名誉、荣誉的法律效果。 

2.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承载着公共利益 

在认识论上，符号学家认为，人借助于符号

来认识客观世界。例如，卡西尔指出，“人不再

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

符号的宇宙中”，“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

物”[9]。符号作为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者载体，人

们通过产生和接收符号进行认知活动和心灵活

动。索绪尔也强调：“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

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在语言出现之前，

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0]在非符号学的世界，

没有符号给予人的世界以意义，人们便无法进行

思考和表达[11]。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人死后，

人格权即已消散，但死者的名誉、荣誉等却化为

符号，作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因此，对

死者名誉、荣誉等符号的维护，有助于保障符号

世界的确切性，从而促进人们对历史的真实了解[12]。

透过英雄烈士的事迹，公众可以知晓国家成立和

发展的过程，避免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 

主义。 

除了认识论层面对符号真实性的要求，更重

要的是符号传达的规范内涵。近代以来，我国涌

现出了大量仁人志士，他们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

兴为己任，舍小我、顾大家，为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面对时代的需要，他们迎

难而上、攻坚克难，用坚定的信念留下一个个激

励人心的事迹，彰显了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民

族精神。英雄烈士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象

征，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凝聚

着国民的情感。他们的名誉是全体国民都应珍视

的共同遗产。英雄烈士的事迹及精神“作为刑法

保护的国家符号”，承载着民族国家的集体意向

和集体情感[4](201)。国家象征，是宪法规定的代表

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标志与符号，并发挥着

表征、识别与整合等三重功能[13]。在这三个功能

中，最重要的是整合功能。详言之，一方面，英

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承载着民族的共同历史记

忆和情感，它传达出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的核

心内涵，凝聚和激励着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共同

推动国家建设，并已内化成维系民族存续的不可

缺少的纽带。英雄烈士作为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促进着国家的认同，与国家的存续密切相关。另

一方面，我国宪法第 24 条规定，国家应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我国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的当下，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文化建设中的重

要一环，通过培育尊敬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社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74

 

会氛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公众热

爱祖国、团结互助的信念。假如否定英雄形象，

无异于偏离国家最基本的价值坐标，摧毁一座座

精神丰碑，最终会导致对民族历史的忘却和共同

信仰的崩塌，使国家走向分崩离析。因此，英雄

烈士的名誉、荣誉作为一种象征，与社会秩序的

稳定以及国家的独立存在具有密切联系，其本身

承载着重要的公共利益。 

(二) 本罪的保护法益不应定位于个人法益 

以上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所承载的利益进

行了分析，而利益必须经过立法者加以确认和保

护才能成为法益。当选择刑法的保护路径时，从

形式上看，本罪在体系地位上被置于“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一章；从实质上看，英雄烈士的名

誉、荣誉在性质上具有超出个人利益的重要意

义，不能仅在个人权利的维度受到保护。此外，

倘若将其定位于个人法益，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

包含英雄烈士或其近亲属的个人利益，在理论上

和实践中会存在缺憾。 

1. 遭受不平等保护的质疑 

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死者的人格利益

或者遗族情感这一个人法益，无疑是对英雄烈士

或者他们的近亲属进行特殊保护，从而违背平等

保护原则。尽管有学者从比例平等的角度，认为

英雄烈士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更大，因而其名誉、

荣誉应当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3](71)，但是，在立

法上设立专门的保护全体死者名誉、荣誉的罪名

(如《德国刑法典》第 189 条、《日本刑法典》第

230 条第 2 项)，才是更理想的选择。换言之，对

已去世的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突出保护，并非

是为了保护其个人利益本身，实际上是对其所凝

结的公共利益的维护。 

2. 容易造成处罚范围的扩大 

英雄烈士作为时代的印记，以其忘我奉献的

精神而闻名于世，但也并不能将其过分神化。 

在上升为“国家符号”时，英雄烈士的形象在某

种意义上被重新塑造和激活，在鲜活的个体与从

中提炼的核心精神之间存在着从事实认识到价

值确定的升华。所谓人无完人，个人的形象呈现

出多面性。除了国家宣扬的核心精神和广为人知

的英雄事迹外，对仅仅挖掘其私人生活中的一些

事例并加以传播的行为，是否值得动用刑罚加以

保护，是不无疑问的。但是，当英雄烈士以其身

上的突出特质作为公众效仿学习和提升自我的

对象时，必然存有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和实践落实

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不能将非核心的英雄事迹

也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否则将造成行政处罚和

刑罚处罚的界限不清。 

3. 无法采取合理的救济渠道 

近期公布的生效裁判显示，英雄烈士并非单

独个体，很多时候是以群体的形式作为法律保护

对象的，例如，在“罗某平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

‘冰雕连’”一案中，行为人对“冰雕连”全体

志愿军加以污蔑和抹黑，质疑抗美援朝战争的正

义性。这里对抗美援朝志愿军名誉、荣誉的保护，

就要聚焦于其群体坚守阵地所表现出的战斗意

志和爱国热情。若对该种不法行为的惩处依托于

对被害人个人名誉、荣誉的救济，将其分割为一

个个独立的主体，再根据个人法益的数量加以累

计保护，显然与将“冰雕连”战士作为一个整体

而被熟知的公众形象不符。而且，由于年代久远，

部分英雄烈士的姓名、生平无从知晓，只能以一

个群体称号下的一员作为其一生的注脚，在这种

情况下，只能依赖群体保护的方式对其名誉、荣

誉加以保障。可见，个人法益的保护路径无法实

现对本罪法益的充分保护。 

综上所述，应当否定本罪的保护法益具有个

人法益的性质。基于其公共性、重大性和不可分

配性，本罪的法益应属于集体法益，需要采取整

体保护路径而非个体保护路径。在确定其利益结

构和保护路径后，下一步就要通过明确集体法益

与个人法益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阐明本罪法益

的内涵。 
 

三、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刑法保护 
的基本立场 

 

关于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关系的学说，主

要有法益一元说(以下简称为一元说)与法益二元

说(以下简称为二元说)之争，一元说又可分为一

元个人中心主义和一元集体中心主义。持一元集

体中心主义的学者认为，应当优先注重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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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续，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承认个人利益[14]。

这一观点导致国家、集体至上，与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现代法治理念相悖，实不足取。因此，这部

分主要聚焦于一元个人中心主义说和二元说展

开讨论。 

(一) 一元说与二元说的分歧 

一元说指出，集体法益实际是个人法益的集

合，集体法益由个人法益推导而来，与个人法益

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因此，必须能够还

原为个人法益才有正当性。法兰克福学派主张以

个人法益为起点，将集体法益功能化[15]，从而突

出对个人法益的保护。 

二元说认为，集体法益并不是个人法益的集

合或累加。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根本目的是保障

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但是，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

在存在面上并不存在推导关系，也无法进行还

原。与直接关联个人具体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个

人法益相比，集体法益聚焦于社会、国家的正常

运转等作为个体生存和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不

与特定公民的某项具体权利相关，却与每个公民

都存在普遍的联系，具备非排他性、非敌对性等

特征[16]。 

两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在于，对集体法益的地

位认知不同，存在解释方法的差异。具言之，一

元说虽然承认集体法益也属于刑法的保护对象，

但它不认可集体法益的独立保护价值，认为它仅

具有派生意义，即保护集体法益是保护个人法益

的中间手段，集体法益必须依附于个人法益。该

学说通过采取还原论的方法，将抽象的集体法益

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以明确集体法益的内涵

和外延。二元说则承认集体法益应当服务于个体

的发展，但它是对个人法益的系统性保护，应具

有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功能。诸如货币信用等国家

制度条件，就是社会系统运转的前提，属于全体

公民共同享有的利益，这类集体法益不能直接还

原为具体的人身权利、财产利益。 

二者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其产生的社会

背景与秉承的刑法理念不同。一元说注重保护个

人法益，对保护集体法益持消极态度，体现出在

传统法治国背景下限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维护

公民自由的古典刑法观。彼时的法益概念以个人

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底，严格克制刑罚权的恣意

发动。二元说则凸显了集体法益的地位，对法益

概念的功能进行了拓展，表现出在社会国背景下

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刑法观。此时的法

益概念彰显了社群主义的思潮，强调刑法预防系

统性风险、保障社会稳定的机能。 

(二) 一元说在本罪适用中的缺陷 

1. 无法与新的社会背景相协调 

一元说与二元说的争论伴随着时代发展和

国家任务的变迁，体现出自由与秩序两种价值的

内在冲突与张力。在古典自由国家的背景下，国

家作为守夜人，刑罚权的发动应当慎重，最大程

度地保障公民自由。而如今，食品安全、药品安

全、金融欺诈、环境污染、毒品泛滥等社会问题

频发，人们崇尚自由，但也呼唤安全。在现代社

会，国家需要提前进行风险干预，即需要通过对

关联社会系统运作等的法益加以保护，从而达到

预防风险、对人类进行长远保护的目的[17]。我国

宪法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外，也规定

了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以及国家机

构。这意味着，尽管维护人性尊严、保障人权是

宪法的基本功能，但国家对公民个体保护义务的

实现离不开国家制度和机构的良好运转。易言

之，立法机关不能忽视现代社会面临着系统性、

制度性风险的复杂现状，应当正视集体法益具有

“风险应对和社群整合等机能”[18]，从而强化对

制度利益、机构功能等集体利益的保护。 

2. 本罪法益无法还原为个人法益 

集体法益通过对不特定的多数主体进行提

前保护，发挥着风险预防、普遍保护的机能，是

独立于个人法益的现实存在[19]，不能从中予以推

导或进行还原。就本罪而言，英雄烈士群体通过

发挥自身的精神力量，指引着社会成员团结起

来，积极奉献社会，促进国家发展。从这个意义

来讲，它关系着社会的存续与进步，与每个公民

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然而，是难以将其分解为

某个成员的具体权利的。本罪作为集体法益，当

其受到侵犯时，无论是社会稳定条件还是国家运

行条件，都不会析分为单独公民享有的人身、财

产权利份额。英雄烈士作为一种具有整合功能的

国家标志，与祖国和民族的团结统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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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名誉、荣誉的侵害并不会在客观上造成国家

政权的颠覆或社会秩序的混乱，但存在从内部逐

渐瓦解有关国家存续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的

抽象危险，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保护不力的

情况下，不得不用刑法加以保护。 

(三) 二元说的立场选择及其方法论意义 

1. 二元说的立场选择 

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在功能层面的联系，并

不等于二者在事实层面的还原关系或推导关系。

根据二元说，集体法益本身具有独立性，与个人

法益存在质的区别。换言之，集体法益只能为不

特定或多数人平等、完整地享有，对单个对象的

侵害足以表征对整个系统的威胁，在性质上有别

于为特定或少数人专享、只有在遭受实际损害或

面临现实危险时才会得到保护的个人法益。不

过，保护个人自由发展和保护众人自由发展是相

辅相成的，因而二者的价值目标一致，只是主体

多寡、保护力度不同而已。两种法益在质上的区

别造成了在量上的差异，量的差异不过是其质的

区别的外在表现。笔者认为，一元说是片面的，

应当以二元说作为分析本罪法益的基本立场，并

进一步挖掘其适用方法。 

2. 二元说的方法论意义 

本罪的法益也必须满足法益概念的一般成

立要求：一是具有目的的正当性。这表明，必须

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着眼于个体自由发展

及其人格完善，以维护全体公民基本生活条件为

己任，保证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同宪法追求的价

值目标的一致。二是具有现实可侵害性。这表明，

对价值或价值观的破坏或违反，难以评价为刑法

意义上的损害。对个人法益可侵害性的判断，可

以通过伤害后果、损失数额等个体要素进行；但

对集体法益可损害性的评价，只能借助犯罪对

象、行为手段、危害结果、时空环境等诸多客观

要素予以征表。 

(四)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属于一种特殊的国

家法益 

1. 本罪法益应当属于国家法益 

在本罪的法益性质上，首先，社会公共秩序

说仅从法条所处的位置进行形式界定，无法说明

其与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犯罪保护法益的区别，不

具备明确的指导意义。而且，由于它过分强调国

家立场和秩序保护，从而陷入形式主义，造成法

益表达的管理秩序与社会保障、个体权益的实质

目标不一致，最终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突出秩序维

护要求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情形[20]。其

次，民族精神名誉说提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

神”太过宽泛，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政治和文化背

景下，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可能会呈现不同的价

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甚至由于异化而失去人本主

义特征。即使将其具体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及“社会风尚”，也不过是将特定价值观

或道德规范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仍然相当模

糊，难以理清应将何种最低限度的伦理上升为法

律，容易造成国民的私生活也在刑法的管控范围

内[21]，从而侵害公民自由，割裂与个人生活利益

的关联性。另外，“感情”的内涵仍要借助其他

概念加以填充，否则缺乏实体内容和判断标准。 

根据体系解释，本罪规定在侮辱国旗、国徽、

国歌罪之后，而国旗、国徽、国歌和英雄烈士均

为国家象征，作为精神符号，都能发挥彰显国家

荣耀、凝聚公众认同的整合功能。《德国刑法典》

分则第一章第一节“破坏和平罪”第 86 条 1 款

规定了使用违宪组织的标志罪，并在同条第 2 款

解释道，第 1 款所说的标志是指旗帜、徽章、制

服、口号及敬礼方式。既然旗帜、徽章等属于体

现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标志，对其的不法使

用构成侵犯国家法益，那么同属于国家标志的英

雄烈士，当其名誉、荣誉被严重侮辱或诽谤时，

也应构成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立法者将本罪规

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只是在形式

上说明了其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这种实定法

的法益概念，但是，法益概念的一般定义同时适

用于形式的法益概念和实质的法益概念，只要承

认形式的法益概念，就应当承认实质的法益概   

念[22]。因此，将本罪法益从实质上界定为某种国

家内部架构条件这种前实定法的国家法益，会更

有助于发挥其立法批判机能和解释指导机能。 

2. 国家存立心理条件说的提出 

一般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保障人民自由发

展，必须先保护特定的国家架构条件，确保国家

的自身存在和运作能力之后，才能实现任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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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集体法益的功能包括：其一，保护国家

的存续；其二，保护特定宪法机关的运作以及其

意志的形成、行使；其三，保护国家具体活动的

执行不受干扰。它们在现实中表现为两种形态：

可能耗尽的国家资源以及国家运作(功能)条件[23]。

笔者认为，国家架构条件是保障国家的持续存在

及其功能的正常运行的。在政治生活中，它既表

现为组织、管理和实施各项事务的国家机关，又

表现为公众对于所属国家给予积极性确认的社

会心理。前者指向的是国家组织化、系统化的管

理活动，属于国家存立的外部条件；后者则指向

影响国家存续的价值共鸣与精神核心，属于国家

存立的内部条件。国家认同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

前提。亨廷顿曾指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

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

什么人。”[24]国家认同是公民确认自身身份、明

确国家归属的心理感受。它是主观的、内在的，

但也建立在血缘、地域和历史记忆等基础上。国

家是内含制度、文化、民族血缘的共同体，尤其

是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

同体的表征，其表现为一整套的制度设计，拥有

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因此，国家认同

感的建构，需要从制度、文化、民族等不同层面

进行[25]。 

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国家作为一个共

同体，需要借助符号构建起公众对国家形象和内

在功能的感知。在语言学中，索绪尔将符号分为

“能指”和“所指”两部分：“能指”作为表示

者，是语言文字的声音和形象等外在可感知的部

分；“所指”作为被表示者，是符号所传达的内

在意义。公众通过作为“能指”的英雄烈士，了

解到其背后“所指”的重要价值和公共利益。英

雄烈士是一种国家符号，承载着国家成立、民族

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爱国

精神，联结着公众对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争取民族

独立和复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记忆，

从而使个体树立对自身作为国家成员身份的确

认，获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归属感。 

第二，在通过创设和解释符号加强国家认同

的建构过程中，国家掌握着话语权，处于主导地

位。原因在于，话语作为每一种制度的规范性媒

介，它规定了什么样的言语者才拥有权威，权威

性的话语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才可以言说等规  

则[26]。统治者通过过滤机制，挑选出有助于保证

国家安全的符号，并充分挖掘和展现这些符号蕴

含的意义，如公布宪法和法律等政治符号，确立

政治制度和权力体系的合法性，提高公众的政治

意识。但是，国家认同并非统治者主观创造后植

入公众心中的，国家符号的确立也并非纯粹价值

输出的单方面叙事，而是在国家与公民的长期互

动中，受到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制约。 

第三，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公众认同的产生，

离不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生活实践。统治者通过

构建国家符号对国家的架构条件进行保护时，必

须发挥其凝聚共识功能，而这只能从特定的历史

情境和生活场景中展开考察，故具有前实定法的

特征。这类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心理条件并非立

法者的主观臆造，不能偏离保障公民自由发展的

目标，它应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得到公众的

一致认可，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后，成为实定

法上的保护对象。英雄烈士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人物，借由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勾勒出历史发展

的全貌，形成公众对国家的集体记忆。无论是抗

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还是中印边境冲突

中牺牲的卫国戍边战士，他们所表现出的坚贞不

屈的民族气节、捍卫领土主权的无畏精神，无不

激励着广大公民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 

第四，国家认同感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感

受，必须对其进行适格性检验，才能上升为刑法

中的法益。刑法的任务是维护人类的共存，而不

是人类的共情。一种多元的、多文化的社会中的

自由共同生活，以对反对自身价值观的行为方式

的容忍为存在条件。这意味着，感受无法提供刑

事禁止的理由。而且，依赖于他人主观的、模糊

的感受为个体间的交往提供边界，可能会对意志

形成和意志活动的自由造成过度的损害。法益概

念的一个核心功能正是为了保护少数人免受多

数人的感受的影响[27]。虽然单纯的感受并不能成

为一种适格的法益，但当它涉及普通公民共同生

活的基本条件时，就要考察其刑法保护性。例如，

之所以对侵害个人安全感的行为加以规制，实际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78

 

上是为了保护不害怕他人或者不受他人的歧视

等心理需求这种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再如，之

所以将造成他人精神障碍的行为纳入伤害罪的

处罚范围，是因为这种精神障碍属于导致身体状

况恶化或客观上陷入病理状态的该当于侵害健

康的情形[28]。其实，“观念的”对立面不是“物

质的”或“有体的”，而是“真实的”或“现实

的”。真实(现实)既包括物质的、有体的东西，也

包括心理的、精神的现象。这些现象并非脱离  

现实和不受因果作用，而是可侵害的真实事   

态[23](28−29)。只要这种集体性认同是真实的、可测

量的，而非虚假的、不可测量的，就是一种适格

的集体法益。在判断其适格性时，要注意以下两

点：①审查法益是否事关国家政权、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即这种可能影响国家存立的共同体

心理作为一种狭义的国家架构条件，应当从客观

上予以考察。②审查法益能否通过犯罪对象、行

为手段、危害结果、时空环境等多种客观指标进

行征表，即这种可能影响国家存立的共同体心理

不是特定或少数主体的主观感受，而只能借助上

述外显实体从规范上推定法益侵害抽象危险的

存在。 

总之，本罪的法益应为一种国家法益，即关

系到国家存立，是对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进行积极确认的心理认同。它是广大公民

心中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最大公

约数”，通过激发爱国热情，鼓励奋发有为，形

成内心归属感，从而强化共同体的价值凝聚力和

精神向心力，最终成为保障国家存续的必不可少

的心理条件。 

 

四、二元说下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的内涵解析 

 

(一) 价值面分析：本罪法益具有维护国家存

立的重要价值 

在价值面上，国家架构条件必须是个人自由

及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密

不可分：不保护国家法益，个人自由及其发展就

无法得到保障。作为国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历

史符号，英雄烈士形成于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实现

国家独立与民族富强的实践之中，具有广泛的社

会认同心理基础，并通过激发公众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夯实国家存续的思

想基础。简言之，这种集体法益的功能既不在于

保护特定宪法机关的运作以及其意志的形成、行

使，也不在于保护国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受干

扰，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存续。 

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不仅具有刑法

正当性，而且具有宪法正当性。我国《宪法》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社

会主义制度。”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

无疑会降低对国家根本制度的认同，是对社会主

义制度在思想上的直接破坏和在物质上的间接

破坏。《宪法》第 24 条规定，国家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当然属于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的行为，显然会阻碍精神文明建设，不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综上所述，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具有刑法

保护正当性，能够通过合宪性审查。它既不是单

纯的“公众对英雄烈士的崇敬感情”[29]，也不是

民法意义上的“不希望英雄烈士被不当对待的期

待或社会情感”[30]，而是服务于国家存续、致力

于民族发展和有益于公民人格完善的内部心理

条件。 

(二) 存在面分析：本罪法益是公民形成的集

体性心理认同 

在存在面上，国家架构条件表现为可以长

期、潜在影响国家存续的社会公众心理。虽然它

不是一种可能耗尽的国家资源，但确实属于一种

特殊的国家运作条件，并借助有关国家制度确定

下来。除了前述我国宪法、刑法的规定外，其他

相关法律也作出了一些规定。例如，我国《国家

安全法》第 23 条规定：“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

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我国《英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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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第 3 条也规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体现。国家保护英雄烈士，对英雄烈

士予以褒扬、纪念，加强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的宣传、教育，维护英雄烈士尊严和合法权益。

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显

然，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具有行政违法

性，而且从心理层面降低了公众对国家政权、主

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广泛认同，具有严重的法

益侵害危险性。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将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的法益性质界定为国家法益，但其内

涵与我国《国家安全法》第 2 条规定的“国家安

全”以及《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

安全罪”之“国家安全”并不相同。详言之，首

先，我国《国家安全法》第 2 条规定的“国家安

全”属于广义的国家安全。该条规定：“国家安

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

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

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此处的“国家安全”

并不限于传统国家安全所处的政治、军事领域，

还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网络等新

兴领域，从而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次，《刑

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国

家安全”属于狭义的国家安全。从该章规定的背

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

叛乱、暴乱罪等罪名可以看出，其所侵犯的国家

安全主要是指我国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人民

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仍然限于传统

的国家安全范畴。至于其他重要的国家利益，则

通过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

罪、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等罪

名进行保护。最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侵犯的法益应当属于最狭义的国家安全。立法机

关之所以规定本罪，目的是通过对侮辱、诽谤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激发公

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对国家统

一、领土完整、根本制度的认同，防止在错误的

价值观和不良思想倾向的指引下实施危害国家

利益的行为。如果说刑法分则第一章中的“国家

安全”既包括了国家存立的外部条件，也包括了

国家存立的内部条件，作为本罪法益的“国家安

全”则限定为主观的国家架构条件，而不涵盖客

观的国家架构条件。或许是因为这种法益具有较

为明显的精神性法益的特征，不容易识别其功能

面向，立法者仅根据现实表现而将其归入“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 

考虑到法益的存在面问题就是对法益组成

元素的研究，而分析法益的构造，是为分析法益

的可能侵害方式即为构成要件行为的设计铺  

路[14](260)。因此，通过对本罪构成要件的阐释，

不仅可以加强构成要件与保护法益之间的规范  

联系，而且能在深入理解保护对象的基础上，借

助对保护手段的分析限缩处罚范围。当前理论界

对本罪行为方式的解释，并不存在明显分歧：侮 

辱，是指对英雄烈士予以轻蔑的价值判断；诽谤，

是指散布捏造的事实，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  

誉[29](1411)；其他方式，是指损害烈士陵园、毁损

纪念设施等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30](439)。

因此，这里重点探讨犯罪对象的确定和罪量要素

的认定两个问题，以便为识别保护法益提供更加

明显的外在标识。 

1. 犯罪对象的确定 

关于“英雄烈士”的确定，仅从文义解释上

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还必须采取其他解释方

法。由于本罪是法定犯，其判断根据包括前置法

规范和刑法规范，因此，还要采取的解释方法有

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易言之，先参照前置法规

定进行体系解释，当前置法的保护目的与刑法的

保护目的不一致，且解释结论不妥当时，再通过

目的解释修正之前的结论。 

首先，在前置法体系内进行文义解释。我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近代

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

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

精神永垂不朽。”据此，本罪中的“英雄烈士”

应当指已经“英勇献身的”烈士，这体现了法秩

序统一原理，发挥了前置法对刑法规范理解的制

约作用[2](123)。不过，反对见解指出，法秩序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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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目的论层面的统一，即以宪法为顶点，不同

的部门法内部不存在相互矛盾的规范，其可以对

保护对象进行多元的理解。因而，在“英雄烈  

士”的认定上，无需局限于《英雄烈士保护法》

的规定，应肯定健在的英雄也属于本罪的保护对

象[5](14−16)。可见，在以同样的前置法为依据仍然

得出不同解释结论的情况下，就只能进入下一个

解释步骤。 

其次，在刑法体系内进行目的解释。我国《刑

法》第 299 条之一并未明确“英雄烈士”的外延，

但《关于依法惩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违法

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第 1 条规定，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 条的规定，《刑法》

第 299 条之一规定的“英雄烈士”，主要是指近

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

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

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而且，英雄烈

士是指已经牺牲、去世的英雄烈士。虽然司法解

释采取了狭义的概念，但未必符合本罪罪刑规范

的保护目的。笔者认为，在行政法、民法都存在

禁止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这一行为规范、确保法的

安定性的前提下，可采取目的论视角下的违法相

对论。立法者可以立足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相

对独立地确立刑事不法的界限[31]。从本罪的保护

法益看，无论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英雄，他们都

对国家进步、民族独立、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为公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维系共

同体存续的重要价值，因此，应扩大《英雄烈士

保护法》和《意见》对英雄范围的认定，将健在

的英雄也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 

《英雄烈士保护法》没有规定英雄烈士的评

定标准、程序，而我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章

明确了烈士的评定标准、程序，因此，剩下的问

题是英雄如何评定。由于《意见》第 1 条大致规

定了英雄烈士的认定标准，将来在修改《英雄烈

士保护法》时，可以效仿《烈士褒扬条例》和《见

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稿)》中的立法技术，对英雄烈士的评定标准、程

序予以细化，以充分彰显其历史功绩和保护   

价值。 

2. 罪量要素的认定 

本罪法益应当采取整体保护路径，因而对国

家存立心理条件这种集体法益可损害性的判断

需要借助各种不法要素予以征表，特别是立法机

关规定的罪量要素。《意见》第 2 条规定，司法

实践中，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是否

达到“情节严重”，应当结合行为方式，涉及英

雄烈士的人数，相关信息的数量、传播方式、传

播范围、传播持续时间，相关信息实际被点击、

浏览、转发次数，引发的社会影响、危害后果以

及行为人前科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这一规定确

实有利于贯彻本罪法益的保护机能，具有很强的

可操作性，但在教义学方法论上，还需强调以下

几点： 

第一，正确认识罪量要素的功能定位。通说

将情节理解为含有主客观要素的综合指标，难以

发挥从不法到责任这一递进式判断的方法论优

势。加之，将主观要素、预防要素等纳入其中，

会不当扩大本罪的处罚范围，使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变得模

糊。因此，只有运用阶层式思维，才能科学确定

“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在阶层式体系中，不

法和责任具有限制关系，不存在独立于违法性之

外的有责性，即单纯的主观要素、预防要素等不

可能成为定罪依据。“情节严重”只应包含客观

不法要素，不能包括犯罪动机、目的等责任要素

以及前历、前科等预防要素。据此，《意见》第 2

条列举的“引发的社会影响”“行为人前科情况”

应予以剔除。 

第二，厘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与“情节

严重”的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两

种理解：一是赋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真正的

构成要件要素地位，肯定其具有为违法性提供根

据的机能，在判断“情节严重”时就无需再考虑

这一危害结果。二是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视

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仅承认其具有指示违法

性轻重的机能，在判断“情节严重”时仍要注意

考察危害社会的结果。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是真正的构成要件要

素，它只能说明本罪与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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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侵害程度相当，并未完全揭示侵害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行为对国家存立的内部条件或主观的

国家架构条件可能造成持续、潜在破坏的性质。

考虑到这一要素的犯罪认定功能极其有限，除了

犯罪对象、行为手段之外，还是应当用“情节严

重”去补足不法量域中距离本罪法定刑的缺额。 

第三，重视在网络空间实施的不法行为的罪

量判断。当行为人通过网络发布侮辱、诽谤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的言论时，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

家架构的心理条件，而且违反了信息网络管理秩

序，对此，应当在参照我国《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2 条规定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传播范围，

传播持续时间，相关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转

发次数和危害结果，并结合案情将行为时间(如是

否烈士纪念日)、粉丝数量(如是否微博大 V)、行

为次数(是否一年内多次实施)等《意见》没有穷

尽的情节作为判断资料，以保证将侵害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提升到值得科处刑

罚的程度。 

 

五、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为：①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不仅蕴含着个人利益，而且承载着公共利益。基

于其公共性、重大性和不可分配性，本罪的法益

属于集体法益，需要采取整体保护路径而非个体

保护路径。②从一元说和二元说之争中得到的启

示是，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在功能层面的联系，

并不等于二者在事实层面的还原关系或推导关

系。两种法益在质上的区别造成了在量上的差

异，量的差异不过是其质的区别的外在表现。一

元说是片面的，应当以二元说作为分析本罪法益

的基本立场。③立法者将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一章，只是在形式上说明了其侵犯

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这种实定法的法益概念。将本

罪法益从实质上界定为某种国家内部架构条件

这种前实定法的国家法益，会更有助于发挥其立

法批判机能和解释指导机能。④刑法既要保护生

理健康，也要保护心理健康；刑法既要保护国家

存立的外部条件，也要保护国家存立的内部条

件。只要对主观的、心理的条件从客观上和规范

上进行审查，就可以确定它是一种适格的法益。

⑤根据二元说，本罪法益具有维护国家存立的重

要价值，并表现为公民形成的集体性心理认同。 

 
注释： 
 
①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第 136 号。 

② 参见我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 3 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隐私、遗体、遗骨等受到损害，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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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tection legal interests of crime of infringing upon the reputation 
and honor of heroes and mart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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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he protection legal interests of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the reputation and honor of heroes and 
martyrs, there are at present disputes between collective legal interest and individual legal interest, single 
legal interest and composite legal interest.The reputation and honor of a martyr embodies both personal 
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on the choice of its protection path in the criminal law, it is not prop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define it as personal legal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egal interest, the 
monism of legal interest obviously can't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riminal law to play the 
role of risk response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is crime. The dualism of legal interest, which is more reasonable in interpreting the legal 
interests, recognizes the valu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legal interest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basic rights without neccesity to revert to individual legal interest.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history,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tation and honor of heroes and martyrs aims to 
guarantee the conditions for national internal structure, namely, the sense of civic identity, which is the 
collective psychology that maintains the survival of the country. It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value 
cohesion and spiritual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community, and is an essential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to 
ensure the existence of the country, which can prove that it belongs to the collective legal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s of dualism, in terms of value, the legal interest of this crime is related to personal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has the legitimacy of legislation. In the aspect of existence, By 
determining the object of crime and the elements of crime quantity, it can provide more obvious external 
identifications for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to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Key Words: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the reputation and honor of heroes and martyrs; collective legal interest; 

conditions for national internal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for national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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